
12 月 12 日，在汕头市澄海区，工人在一家玩具企业生产线上进行玩具组装加工。
近年来，被誉为“中国玩具之都”的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从简单的玩具加工产业向创意产业、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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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 昂

1978 年，全国 4.01 亿就业人口中，第二产业就
业人口仅有 6945 万人， 第三产业就业人口为 4890
万人，到 2017 年，全国 7.76 亿就业人口中，第二产
业就业 2.18 亿人， 第三产业就业 3.48 亿人。 1978
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为 615 元，2017 年，城镇单位
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 74318 元。

从 1978 年到 2018 年，40 年的时间里， 就业数
据变化的背后，是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

1978 年 顶班与高考

1978 年，高中毕业的张忠年有两个选择，进工
厂顶班或者高考，顶班十拿九稳，高考命悬一线。 当
时， 在企业单位， 父母退休后子女顶替空下来的名
额，到父母单位上班，是一种招工方式，不少父母甚
至会为了子女及时顶班吃上“公家饭”，选择自己提
前退休。

“顶班马上就是学徒工，拿工资，如果不顶班参
加高考，落榜了，虽然街道也能安排就业，但肯定进
不去国营的大工厂了。 ”张忠年说，尽管自己是应届
生，但那年依然有不少往届生参加高考，当年，全国
610 万人参加高考， 原本的招生计划， 只有不到 30
万个。 班里不少同学选择了顶班，原因很简单，即便
是学徒工的二三十元工资， 对于刚毕业的小年轻来
说，吃住在家里，凭空每月多出来二三十元，也不亚
于一笔巨款。

张忠年的考分并不低， 但在激烈的竞争中没有
上榜，有幸的是，那年许多大学开始办分校，在全国
范围内，招生名额增加了近 11 万个，他得以入学。毕
业后，分配到了一所学校当老师。他把顶班进厂的机
会留给了自己的哥哥， 身为知青的哥哥得以顺利回
城，当然也放弃了高考。“厂里说，只能解决一个人。”

但是，兄弟俩后来的人生却迥异。张忠年大学毕
业当了老师，学校没有房子，很多年他只能和父母挤
在一起，哥哥进了工厂，不久就分了房子搬出去住，
相亲时也加分不少。不过，张忠年的哥哥最终在上世
纪 90 年代末，失去了这份工厂工作，尽管在中学时
代，他的成绩并不比弟弟差。

有的时候张忠年总在想， 如果兄弟俩换一种选
择会是什么样？“一边是铁饭碗，一边是大学，只能选

一边。 ”不过，在家庭聚会上，他们从来不聊这种可
能。

1988 年 星期天工程师

“为什么周末去集体工厂打工，因为我的孩子想
看《猫和老鼠》，彩色的。”如今已经退休的郭先生，还
记得 1988 年自己当“星期天工程师”的岁月。当时在
一家国营印刷厂当工程师的他，每月工资 100 多元，
但商场里一个小汽车玩具就要 5 元， 儿子总想要新
的玩具。

不得已，他选择多上夜班，每多上一个夜班，能多
一元五角钱的夜班补贴，上三次买个玩具。“生了儿子
后，各种花销都很大，奶粉钱、尿布钱……”郭先生意
识到，铁饭碗虽然能吃饱饭，但不能光靠死工资。

1988 年 1 月，《国家科委关于科技人员业余兼
职若干问题的意见 》发布 ，允许科技干部兼职 ，同
年， 上海市星期日工程师联谊会成立。 上世纪 80
年代乡镇工厂处于起步期，缺少技术人才，不少国
营企事业单位的工业人才， 开始在周末到乡镇企
业兼职。

“乡镇工厂在远郊区，早上 5 点钟坐头班车，一
路晃晃悠悠到工厂也快 8 点了。”工厂周边就是一望
无际的农田，乡道旁是冲天的大树。

兼职的收入甚至比单位的工资还高出不少，郭
先生如愿买了奶粉，玩具，他还花了 2000 元，买了
一台彩色电视机，“取钱的时候让两个同学陪着一
起去，怕被抢。 ”后来，他又攒了钱买了录像机，到
处去借录像带，“从那个时候开始， 儿子跟着录像
带学英语。 ”

2017 年， 郭先生在大洋彼岸去看了迪士尼乐
园，儿子陪着他，儿子现在也是工程师了。

1998 年 为能洗澡而下海

1998 年 3 月，当听到电视新闻里说，“某某部被
撤销”时，当时在某部属企业工作的王俊，发现电视
周围围观的同事都沉默了。 “部都没了，企业移交给
地方后， 大家怎么办谁也不知道， 每个人都要打算
盘，是走是留，走，去哪里，留，能有什么样的安置？ ”
当年，9 个工业部先是改成国家经贸委下属的国家
局，之后这些国家局在 2000 年底撤销。

1998 年对于王俊来说，还意味着另一个坎———房

子，在企业福利分房的末班车上，尽管他参加工作也
有十几年了，但依然没有搭上末班车，和妻子挤在一
间十几平方米的平房里，没有暖气，也没有卫生间。
“平房区水压低，热水器根本打不着火，而且洗澡就
在临时搭建的小厨房里，冬天外面多少度，里面就多
少度。 ”

王俊的妻子是医院的护士， 医院规定下夜班可
以洗澡，但王俊的女儿如何洗澡就成了问题。 有时
候，赶上妻子当班，王俊就带着女儿去蹭医院澡堂。
“爸爸骑车带着我，骑了一个多小时，到医院找到妈
妈，我才洗上热水澡，还得偷偷摸摸不能让科主任
看见。 ”王俊的女儿还记得，回家的路上父亲也要骑
一个多小时，洗完澡的她喜欢一路唱歌，但父亲一
路沉默。

“我一定让你们娘俩住上有卫生间的房子。 ”王
俊曾经对妻子这样说，1999 年，他辞职下海，学工业
建筑的他，与别人合伙开装修公司，小工不够时自己
也要上阵。有一次去工地上送吃的，看着大学毕业的
老公一身水泥点子，王俊的妻子一路哭着回家了。

2003 年，王俊买到了房子，北京北四环旁边的
楼房，每平方米 5000 多元，买房花去了夫妻俩全部
的积蓄，还借了不少钱，以至于在之后的两年里，夏
天没有空调。 “还好这次赶上了末班车， 过了 2005
年，房价就一路飞涨了。 ”

现在，他们还住在那时候买来的房子里，不过这
不是他们唯一的房子，还有一套，留给女儿结婚用。

2008 年 “正经工作”是什么

在考公务员这个问题上，2008 年大学毕业的彭
先生，一直能感受到父亲的压力，也知道父亲为什么
那么希望他考上公务员。 “父亲毕业时有两个选择，
去机关还是去企业，结果他选择去企业，发现自己的
退休金比去机关的同学少了不少。 ”

从此，彭先生的父亲就认定了一个死理：只有考
上公务员，最次考上个事业编才算“正经工作”，其它
工作“都是临时的”。不过，在 2008 年时，国考尚未如
后来般火热，彭先生在学校的双选会上甚至发现，机
关事业类单位招聘时， 反而投简历的人不如去银行
的多。 “那时候公务员工资低，吸引力也不高。 ”

于是，彭先生并没有怎么复习，“裸考上阵”败北
了，连面试都没进去，后来去了一家外企工作，收入
并不低。 “父亲当时斩钉截铁地对我说，你一定会后

悔的。”果不其然，到了 2009 年，国考人数开始上升，报
名人数突破百万人大关，竞争比达到了 57:1，彭先生一
度有些懊悔。

不过后来，彭先生也渐渐发现，父亲所说的“正经
工作”，其实更像一个围城。 “我读在职研究生的时候，
发现每次大家聚餐， 都会把几个在机关工作的同学放
在首座上，大家不外乎抱着一个心态，迟早有事能求到
他们。 但私下和他们聊天，其实待遇是透明的，并没有
什么灰色收入，很多事情，办事也已经规范化。 ”

但最终，在毕业 5 年以后，彭先生还是利用读研的
机会，重新领了一次派遣证，选择了一家国企就业。 原
因并非是要找份“正经工作”，而是在他所在的行业，国
企开出的价码，已经不低于外企了。

2018 年 创业不是一件容易事

“最初创业，只是因为觉得自己不习惯朝九晚五的
工作，想一边赚钱一边旅游，自己当老板，时间随意安
排。”从欧洲留学回国后，刘金意在今年年初，开了一家
小型的音乐培训机构，主要做青少年乐器培训。数据显
示，今年年内，全国创业公司总量已经超过 10 万家。

创业开始， 他曾经想拉昔日的同学入伙，“不为了
拉来投资，只是自己同学放心，不会多吃多占。 ”结果，
所有的同学都回绝了刘金意的好意，“大家都说， 自己
也快 30 岁了， 已经有份稳定工作了， 不愿意辞职过
来。 ”

于是，刘金意只能事事自己上手，“一家小公司，小
到房屋水电暖气、再到邻里社区关系，大到办照上税开
工资缴社保，事事都要自己操心，事事都要开支。 ”最
终，机构经营起来，与“一边赚钱一边旅游”的初衷南辕
北辙，“自从开业了，就没有晚上 9 点前回过家。 ”创业
之前，他熟读诸多创业励志书籍，一度梦想着自己能把
店面开成连锁的，最终融资上市，创业之后，才明白很
多事情并不容易。

比处理公司内部事务和经营问题更复杂的， 是面
对社会上的事务，“就是门口的扫地大爷， 你都不能得
罪，不然你家门口总是挂个‘小心地滑’的牌子，你说顾
客还上门么？”刘金意发现，创业之后才明白，社会是一
个大学校，“要说创业带来的最大改变， 就是性格磨平
了，也磨圆了。 ”

2017 年，全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是 1978 年的 3 倍，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是 1978 年的 7 倍

四十年的就业变迁

舒 年
四川攀枝花一名七旬老人， 因突发消化道大出血

而需要紧急输血，结果当地血站 O 型血告急，最终，家
属将求救电话拨到了当地消防支队， 符合条件的消防
员紧急到血站献血，老人转危为安。

这则暖新闻的背后，是一个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并
不是每个急需输血的病患，都能得到消防队员的帮助。

今年是我国《献血法》实施 20 周年，数据显示，2017
年，全国无偿献血人次数达到 1459 万人次，采血量达到
4956 吨，较 2016 年分别增长 4.2%和 5.0%，献血率接近
11‰。 尽管相对于发达国家，千分之十一的献血率仍有
很大差距，但相对于多年之前已经有很大提升。

但是，如果仔细分析相关数据，一个不容忽视的现
象就会显露出来，献血人群依然单一，献血方式以团体
式献血为主，“公医兵学”即公务员、医务人员、高校学
生，部队官兵这几类人群成为献血主体。 以 2016 年的
数据为例，当年全国每千人献血 10.5 次，而在这四大
类群体中，每千人献血次数分别为 69.2 次、52.5 次、78
次、55.8 次，远远高于全国平均值。也就是说，极少数的
一群人，支撑起了全国人民的用血需求，就像新闻中的
消防队员一样，而普通公众的献血积极性和参与度，依
然有待提高。

以采血率居全国之首的北京市为例， 去年血液采
集量 129 吨，地区采血率高达 1.8%，但是采集量排名
前 10 的单位，9 家是高校， 另一家是当地的一所大型
国企，献血排名前 100 的团体中，有高校 56 家、机关
38 家、企业 4 家、医院 2 家。 但是，并不是每一座城市，
都分布着这么多高校和机关单位。

那么，普通公众为什么献血积极性不强？点开搜索
引擎，可以发现许多“献血有害”的谣言帖子，这样的声
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的判断和行为，那么，有关方
面献血宣传的力度和深度，是不是有待加强？

根据《献血法》，应当动员和组织适龄公民参加献
血的机构除了“国家机关、军队”外，还有“社会团体、企
业事业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后者与普通公
众的接触更多，应有更多鼓励献血的作为。

另外，对献血人进行精神和物质上的奖励是国际惯
例，在不少发达国家，献血较多的人群，可以获得诸多荣
誉，其本人和家属也可以在用血方面受到照顾。 我国许
多地方针对献血人也有一定的奖励措施，但这些奖励措
施是否能够起到激励作用，值得思考。并且，在实际操作
中，一些奖励措施能否落到实处也是个未知数，比如献
血者本人及家属在用血时候有一定的优先资格，但这样
的优先资格能否得到切实保障，各地在执行过程中尺度
不一，落实不好，难免打击献血人的积极性。

北京市血液中心的网站上有这样一段话，该市“平
均每天有近 2000 人等待输血来维系生命，他们可能是
一个外伤患者，一名孕产妇，一位晚期癌症患者，或者
是一个白血病患儿”，因为无偿献血，“一台迫在眉睫的
手术不再因为术前库存不足而取消， 一个垂危的生命
不再因为缺血而受到危及， 一个苦苦等待的家庭也不
再因为失去亲人而变得支离破碎……”

提高全民献血率， 关键在于鼓励引导各行各业的
职工群众参与献血，但是，并不是每一家用人单位，都
对献血工作持积极态度，在现实中，甚至出现了个别用
人单位认为献血者“耽误工作”，无偿献血者不得不“隐
姓埋名”的情况。 鼓励群众献血，相关主管部门应当建
立健全精神和物质激励机制，不能总让“公医兵学”撑
起全社会的用血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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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 翀
本报通讯员 程莞茹 郑 茜

12 月 7 日，深圳，阳光正好。
在全球最大会展中心———深圳国际会展中心，9

对夫妻穿着婚纱礼服重温爱的誓言， 爬上脸庞的皱
纹、 满头华发是他们数十载风雨同舟婚姻生活的见
证。

他们是最平凡不过的夫妻， 也是中建三局二公
司首批投身深圳建设的建设者。 1980 年 8 月 26 日
深圳特区正式成立，1983 年公司指派首批建设者从
湖北赴深圳，投身特区建设。

他们是亲历者，他们见证了改革开放 40 年的心
路历程，也为此奉献了一生。 这隆重的仪式，是对建
设者迟到的祝福。

杨太祥、张德桂夫妻

唯有鸿雁传书

杨太祥 1934 年出生，毕业于西南人民革命大学
施工管理专业， 毕业后的时光几乎都伴随着国家建
设。

时光回溯到 1983 年 12 月 30 日。杨太祥记得清
楚，那一天武汉飞雪，很多人正在准备迎接元旦和即
将到来的新年，他却背上了行囊南下，目的地是百废
俱兴的特区深圳。

“我们开着两辆货车一辆吉普车，从武汉一路
南下， 到广东省乳源县山区时正值深夜， 又遇大
雪，车辆无法前行。 ”一伙人只能在当地的县委招
待所搭板床 ，将就了一晚 ，就是在那里 ，他听到了
新年的钟声。

他们在深圳承建的第一个项目是罗湖口岸的联
检大楼，156 天，新大楼竣工。 这也是我国最早实行

联检的口岸，它联结着深圳和香港，是中国人流量最
大的陆路出入境口岸。而这背后的故事却鲜有人知。
没有宿舍，所有工作人员只能在河边搭建毛毡房，忍
受蚊虫的叮咬；没有上下班，第一梯队、第二梯队 24
小时连轴转。 那一年过年，几乎没有人回家。

“他走时， 我就知道过年是不可能一家团圆
了。” 妻子张德桂只能带着两个孩子在武汉过年。因
为工作忙，34 岁“高龄”时，杨太祥才与同科室的张
德桂喜结良缘。 杨太祥是负责测量的技术能手。

自此之后， 杨老在深圳陆续参与了多个重要项
目的建设，见证了深圳的飞速发展；而在武汉的家，
张德桂也十分忙碌，她不仅要照顾两个孩子，还奔波
于各个工地上。在通讯都不便的年代，两个人唯有鸿
雁传书。

彼时工作之余， 他们也会思乡，“那时深圳还很
荒凉，深圳河只是一条臭水沟。 ”他们也会羡慕河对
岸的香港有电视有冰箱。“根本没有想到，两三年后，
深圳就到处都有电视冰箱卖了。”各种票据最早也是
从深圳开始消失。 “我们觉得自豪，也决定定居在这
个城市。 ”

陈宝根、郑世诗夫妻

缺席的丈夫与父亲

1989 年，新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深圳证

券交易所诞生。
也是这一年，陈宝根从武汉调往深圳，他见证了

深圳的第二轮快速发展， 也承受着一年只能见一次
家人的内疚，他是建设者，但在婚姻中，他是缺席的
丈夫与父亲。

1970 年，陈宝根遇到了郑世诗。 那时，他是中建
三局二公司宣传队队员，精通笛子、萨克斯、扬琴、芦
笙等乐器，而郑世诗在中建三局三公司一处上班。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场演出上。 ”一个
长相普通的青年男子， 却是多才多艺，“自己很是倾
心，心里开始想慢慢了解他。 ”

于是两人恋爱了， 1972 年走入了婚姻的殿堂。
只是那时，郑世诗没想到，后来因为工作忙，虽然精
通乐器，丈夫却很少单独跟她表演过。

婚后，两人育有一儿一女，郑世诗调入二公司，
而陈宝根也调到了安装处。自此，他们聚少离多。“儿
子参加高考时，他因为工作忙也没能回来。 ”郑世诗
从未抱怨过，“很多人都是这样苦过来的。 ”

如今，两人的儿子也在中建三局工作，他们希望
孩子能将吃苦敬业的品质传承下去。

邓金元、高薇夫妻

一年只有两次见面

邓金元和高薇的爱情从学校开始， 两人都是北

京林业大学的高材生，高薇是播音组组长，而邓金元是
团支部宣传部长，

1968 年邓金元和高薇一起进入公司，“那时候我
们满了 27 岁还没结婚，因为没钱。 ”终于领证后，师傅
给他们做了一张 1.1 米宽的木床， 师弟做了两个小方
凳送给他们。 因为没钱办婚礼、摆酒席，两人就只买了
两斤喜糖，当婚假休完后，两人发现身上连一元钱都没
有了。

1970 年至 1976 年， 因为邓金元在公司是营部书
记，要管的事情非常多。

在贵州时期，每个月仅有两三次周六下班后，邓
金元打着手电筒走四公里多山路去看妻子高薇 ，贵
州冬天很冷，但是阻隔不了相爱的人；妻子怀孕坐月
子时，他都缺席了，只有在妻子生老二的时候 ，请了
一天假回来陪她。 因为高薇生产完营养休息不好，照
顾孩子又特别辛苦，得了眩晕症，这成为邓金元最愧
疚的事。

1986 年 4 月， 邓金元升为副总经理后被派往深
圳，一年只能和妻子见两次面。

“一次是春节前后的探亲，还有一次是公司年终大
会，一次时间长一点，一次短一点。 ”如今，邓金元回想
起来，两人退休后相处的一年时间，竟然相当于退休前
10 年加在一起的时间。

40 年来， 中建三局二公司在深圳累计承建工程
256 个，共获鲁班国优奖 7 项，詹天佑奖 2 项。

以全球最大的会展中心为背景，9 对首批深圳建设者夫妻，拍下了见证他们风雨同舟的照片

迟到的婚纱照

不能总让“公医兵学”
支撑全社会用血需求

新闻广角新闻广角

（上接第 1 版）
1941 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

变。 张正坤在危急关头受命担任第三纵队司令员，组织
部队突围。 他指挥部队同数倍于己的顽军激战七昼夜，
终因寡不敌众，部队伤亡惨重，他在战斗中重伤被俘。

国民党顽军将张正坤作为“要犯”囚禁于江西上
饶集中营七峰岩监狱， 在狱中对他进行游说诱降、刑
讯折磨和死亡威胁， 但丝毫没有动摇他的革命意志。
他组织狱中被俘难友同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对难
友们说：“革命是要流血的，我们要坚持斗争，决不向
敌人屈服！ ”

1941 年夏，张正坤组织被俘战友们越狱，为掩护
难友脱险英勇牺牲，时年 43 岁。

汪雅臣：传奇“双龙”以身殉国
（上接第 1 版）
据不完全统计，从 1933 年至 1940 年的 8 年中，汪

雅臣率领部队同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 400 余次，共击
毙击伤敌军近 2000 人，缴获各种枪支 1800 余支、粮食
100 余石、现款 9000 余元，其他物资折价 9 万余元，解
救 120 名劳工和 9 名被押爱国者。

1946 年五常解放后， 人们为了缅怀抗日英雄汪雅
臣，将沙河子镇蛤蜊河子村命名为“双龙村”，将五常镇
的南北大街改为“雅臣大街”。 在他的老家蓬莱，汪雅臣
的革命精神更是激励着一代代人。 “汪雅臣有勇有谋，更
有为国为民的赤胆忠心。我们要把他身上这种宝贵的民
族精神发扬光大，全身心投入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力量。 ”
蓬莱市党史研究室征集编研科科长董琳琳说。

（上接第 1 版）
绿起来，一棵连着一棵栽，越来越多的绿色，孕育出无

限的生机。

富起来，一任接着一任干
荒漠变绿洲并非终点，右玉以产业发展作为主攻方向，

在羊肉、小杂粮、沙棘等特色产业培育优质品牌，带动脱贫
增收。 今年 7 月，右玉县顺利实现脱贫摘帽。

生态农业发展，因“绿”而焕发蓬勃活力。 近年来，右玉
县按照生态、高效、优质、安全、节约的发展要求，大力发展
生态农业，不断推进生态化种养，加快推进特色农畜产品全
产业链开发，带动农业提质增效，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右玉
出产的荞麦、燕麦以及豆类等小杂粮和牛羊肉、沙棘等绿色
产品已销往全国各地，年销售额近亿元。

此外，右玉县大力开发清洁能源，吸引了包括国电、中
广核、大唐在内的众多风电、光电开发企业投资。 目前右玉
县清洁能源总装机容量达 100 万千瓦， 成为山西省最大的
清洁能源基地。

不断改善的自然生态环境， 也为右玉发展生态文化旅
游业提供了“美丽”资本。2017 年，山西省批准右玉成立首家
省级生态文化旅游开发区。 当年全县旅游总人数达 215 万
人次，同比增长 27%，实现旅游收入 20.89 亿元，同比增长
25%。如今的右玉，一项项旅游项目吸引着游客的目光，生态
旅游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一任连着一任干，鼓起老百姓的钱袋子，摘掉了贫困县
的“穷帽子”。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今天的右玉县，在绿水青山之
间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山西右玉：绿起来了，富起来了


